
“福”与“乐”：张载德性幸福论的典范意义

张方玉

　　摘　要：“孔颜之乐”是儒家德性幸福的经典形态，北宋周敦颐以“寻孔颜乐处”承接发展，人生幸福的核心范

畴是“乐”。 张载则以“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构成儒家“德福一致”的理论典范，“福”成为人生幸福的核心范

畴。 “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太虚与气的学说奠定张载德性幸福论的形上学基础。 “至当之谓德，百顺之谓福”，儒
家德性幸福中“顺事”的意蕴得以凸显。 “乐”也是张载人生幸福论的核心范畴，“乐善”“乐进”“乐天”展现出德性

幸福的层层递进，以至于“与天同德”的境界。 与“孔颜之乐”“君子之乐”以及“寻孔颜乐处”相参照，张载的德性幸

福论在儒家幸福观的衍化中同样具有深刻的典范意义。
关键词：张载；德性幸福；气本；顺事；乐天

中图分类号：Ｂ８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５）０２－０１１０－０８

　 　 追溯中国古典幸福观念，人们可以从《诗经》中
发现许多有关幸福的字词，频繁出现的福、禄、祜、
祉、乐等，就是典型的例子。 就字形来分析，福、禄、
祜、祉均表明与祭祀相关，承载着神佑的意义；乐
（樂）本义指乐器，引申为情感心理的喜悦。 非常有

意思的是，《诗经》中的“福” “乐”和“君子”常常又

是相联相伴的。 在这样的意义上说，古代中国人的

幸福观念从一开始就涵盖两个方面，“福”与“乐”可
以被视为古典幸福的两个核心概念。 以“福”而言，
《尚书·洪范》 出现了一个关于幸福的经典表

述———“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

好德，五曰考终命。” 以“乐” 而言，《论语》 中诸如

“仁者乐山” “智者乐水” “不亦乐乎” “乐在其中”
“乐以忘忧”“不改其乐”等论述极为丰富，非常自然

地表达了一种“乐的精神”或者“乐感文化”。 更重

要的是，“孔颜之乐”作为儒家德性幸福的经典形态

因此确立。 北宋道学开创者周敦颐教诲程颐、程颢

“寻孔颜乐处”，“乐”的意义进一步获得抬升，影响

深远。 相形之下，多数儒者对“乐”的关注远超对

“福”的关注。 同样作为北宋道学的奠基者，张载则

明确地提出“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 ［１］３２，并将

“百顺”“顺事”等思想置入“福”的内涵，“德” “福”
相连，“福”“乐”并论，于是呈现出一种颇具特色的

德性幸福论。

一、以德致福：“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

道德与幸福的关系问题，是伦理学常讲常新的

热门话题。 理想主义的德福一致极具思想的魅力，
不断吸引众多哲人做出形态各异的阐释和论证。 而

现实中德福一致的困难与困境，又总是不断地引发

人们的深思和忧虑。 《尚书》以“攸好德”为“五福”
之一，形成了中国古代对于“德”和“福”关系的一个

经典论断。 陈来教授认为“五福”就是五种幸福，
《尚书》把遵行美德也列为五种幸福之一，是最早论

述道德和幸福的材料［２］ 。 可以说，“五福”的表达

充满中国古人的智慧，既包含寿、富、考终命的现实

生活期盼，又涵盖康宁、“攸好德”的精神生活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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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也形成了一种德福一致。 进一步说，这种德

福一致是“以德为福”“德即是福”。 同时必须明确，
这里的“德”只是“五福”之一，而“福”则具有更多

的内容。 由此不难发现，“五福”之说充满智慧，但
就道德与幸福的关系而言，其难免具有含糊笼统之

特性。
与“五福”之说相对照，“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

致”明显更为具体和确实。 “德者福之基”，张载明

确指出道德是幸福的基础；“福者德之致”，张载同

时明确了幸福是道德的结果。 张载的论述颇有言简

意赅、词约义丰的特点，这里仅仅 １０ 个字便呈现出

一种深刻的“德福一致”。 不同于“五福”之说，所谓

“德即是福”，依照王夫之的注解，这里可以称为“以
德致福” ［３］ 。 现代语境中，所谓“德者福之基”，实
质上表明道德是构成幸福的必要条件，缺乏道德的

基础就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幸福；所谓 “福者德之

致”，实际上展现出原因和结果的关系，真正的幸福

是基于道德的原因所致。 这种幸福理念与现代德性

论的精神无疑是高度契合的。 可以说，“德者福之

基，福者德之致”提供了儒家德性幸福的经典范本。
考察“福”的字形，左边的“示”意味着与祭祀活

动相关，右边的“畐”象征着装酒的器皿。 这样的字

形自然表明“福”的本义具有浓厚的宗教性内涵，
“祭祀求福”或者“事神致福”可视为初民的社会生

活常态。 周人的“敬德”思想有力地推进了“德”与
“福”的紧密结合，“以德求福” “以德为福”的理念

逐渐流行开来，“五福”中的“攸好德”就是很好的例

证。 然而，及至孔子创始儒家，《论语》中有一个耐

人寻味的现象，就是全文 ２０ 篇竟然没有一个“福”
字。 因此在字面意义上可以讲，《论语》中并没有直

接关于“德”与“福”的讨论，这种情况恰好也展现出

张载“以德致福”的典范意义。 尽管《论语》中并未

出现“福”字，但有关幸福的语词并不乏见，如寿、
富、贵、禄等。 《颜渊篇》所谓“死生有命，富贵在天”
流传甚远，“富”与“贵”便是生活幸福的通俗表达。
《述而篇》中，孔子讲如果“富而可求也”，那么即便

是“执鞭之士”，也可以去做，这充分表明儒家对于

物质幸福的肯定。 孔子又讲“不义而富且贵，与我

如浮云”，这又充分表明，儒家所肯定的物质幸福始

终是经过道德的审视和判断的。 《泰伯篇》中，孔子

讲倘若“邦无道”而“富且贵”，那便是一种耻辱，同
样说明儒家幸福与道德的深层关联。 张载所谓“德
者福之基”，自是与孔子这些观念一脉相承的。

孟子关于道德与幸福的论述有一个精致的说

法———“天爵”与“人爵”。 他说：“有天爵者，有人爵

者。 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

爵也。 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 今之人修其

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

也，终亦必亡而已矣。” ［４］２７１爵位与富贵相似，都是

世俗幸福常见形式，然而孟子以公卿大夫为 “人

爵”，又以仁义忠信、乐善不倦为“天爵”，显然是将

道德置于物质幸福之上。 在两者关系上，正确的打

开方式是“修其天爵”，然后“人爵从之”。 “天爵”
与“人爵”不是一种“手段—目的”式的关系，如果获

得“人爵”之后舍弃“天爵”，便是十分糊涂的想法，
最终将会失去所有。 不难发现，张载的“德者福之

基，福者德之致”与孟子的“修其天爵，人爵从之”精
神相通。 稍有不同的是，孟子的“天爵”实质上是

“以德为福”，因为仁义忠信、乐善不倦在孟子看来

本身已是“天爵”；而张载的“福者德之致”所讲的是

“以德致福”，将幸福视为道德的结果。
与孟子“天爵”“人爵”之说如出一辙，荀子在道

德与幸福的关系问题上提出“义荣”与“势荣”。 他

说：“有义荣者，有势荣者；有义辱者，有势辱者。 志

意修，德行厚，知虑明，是荣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谓

义荣。 爵列尊，贡禄厚，形势胜，上为天子诸侯，下为

卿相士大夫， 是荣之从外至者也， 夫是之谓势

荣。” ［５］荀子将“荣”区分为两种，因为志意修、德行

厚、知虑明，“荣”由内形成，可谓“义荣”；而因为爵

列尊、贡禄厚、形势胜，“荣”是从外部形成，可谓“势
荣”。 在人生幸福论的视角，“义荣”可看作是由道

德而生成的幸福，“势荣”则是由权势财富而形成的

一种幸福。 荀子进一步提出，“小人”可以获得“势
荣”而不可能获得“义荣”，唯有“君子”才可以做到

“义荣”“势荣”兼而有之。 很显然，荀子主张以道德

为基础，从而达成“义荣” “势荣”的“两得”。 深入

分析可知，荀子的“荣”与孟子的“爵”在道德基础上

是存在差异的。 在孟子那里，“德”始终是“爵”的基

础，张载的“德者福之基”与此一致。 在荀子这里，
“德”是兼有“义荣” “势荣”的基础，无德之人不得

“义荣”却仍可得“势荣”，荀子对此种现实情况有着

清醒的认知。 在这个意义上说，“德者福之基，福者

德之致”内在地承接了孔、孟的精神，始终秉持“德
福一致”的道德理想主义。 深入一步说，这种“德福

一致”可被称为“道德理想主义的预设”，“这是一种

理论上的预设、一种道德上的信念、一种生活理想的

价值追求” ［６］ 。
孔子“富”“贵”之论、孟子“天爵”“人爵”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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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义荣”“势荣”之论，在儒家幸福观念的演化进

程中均堪称经典之论。 然而此三论之中，“福”字均

未直接在场，而是在“富” “贵” “爵” “荣”等人生幸

福的某种或某些方面展开，难免有整体与核心不够

凸显之嫌。 “福”的整体内容，“富” “贵” “爵” “荣”
都可以纳入其中；“福”的核心位置，“富”“贵”“爵”
“荣”都可以环绕在其周围。 在这个意义上，“德者

福之基，福者德之致”直指“德”“福”，不是在人生幸

福的外围着力，而是紧扣整体之“福”、核心之“福”，
“以德致福”的典范意义自然呈现。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论语》全文未出现一个

“福”字，但这不是说春秋时期人们对于“德” “福”
问题的思考是缺失的。 实际上，当时人们对于“德”
“福”的思考和认识，已然达到相当成熟的程度。 例

如，《国语·晋语》载晋国范文子曰：“夫德，福之基

也，无德而福隆，犹无基而厚墉也，其坏也无日也。”
可以看到，关于“福之基”的说法，张载与范文子的

表达高度相似；而且范文子以“无基而厚墉”来比喻

“无德而福隆”，说理深刻到位，令人服气。 而张载

“德”“福”之说的理论优势在于，概念内涵界定清

晰，并且最终形成了“德”“福”“顺”“乐”的综合体：
“至当之谓德，百顺之谓福。 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

致，无入而非百顺，故君子乐得其道。” ［１］３２ “德”是
“至当”，“福”是“百顺”，张载由此推出“君子乐得

其道”的结论。 进一步而言，这里的“君子乐得其

道”意味着“德” “福” “乐”的内在统一。 后文还将

聚焦“乐”字，对张载的“乐学” “乐进”与“乐天”展
开论述。

二、太虚即气：“德胜其气，性命于德”

北宋道学是儒学绵延发展的重要阶段，儒家伦

理道德的形上学基础由此获得坚实的巩固。 可以

说，为儒家社会伦理秩序、道德生活方式奠定形上学

基础是道学开创者的自觉使命，于是也就形成了北

宋道学的一个鲜明的理论特质，这就是宇宙本原论

与社会道德论的贯通。 在周敦颐那里，《太极图说》
先是描绘出“天道”，宇宙自然生成发展的图式呈现

出来；然后描绘出“人道”，世间人性善恶、吉凶生死

的情形展现出来。 于是，“无极而太极” “太极而人

极”，实现了“立太极”与“立人极”的统一，所谓“寻
孔颜乐处”便具有了牢固的形上学基础，儒家德性

幸福之本原也得以凸显。 同为北宋道学的奠基人，
同样承担形上学基础建构的使命，张载的哲学逻辑

却与周敦颐明显不同。 在这一问题上，如果说周敦

颐的核心语词是“太极”，那么张载的核心语词便可

以说是“太虚”，或者说是“太虚即气”。 “太虚无形，
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至静无感，性之

渊源，有识有知，物交之客感尔。 客感客形与无感无

形，惟尽性者一之。”“气之聚散于太虚，犹冰凝释于

水，知太虚即气，则无无。 故圣人语性与天道之极，
尽于参伍之神变易而已。 诸子浅妄，有有无之分，非
穷理之学也。” ［１］７－９

“气”是张载哲学的出发点和基本点。 “太虚即

气”，能聚能散，是一般的、基本的存在，可以在时空

中运动和静止，可以被感觉和认识。 这样，由“太

虚”与“气”到万物的凝聚、消散的逻辑结构便清楚

地呈现出来。 “太虚与气的关系就是无形之气与有

形之气的关系。 然而，由无形的太虚聚为有形的气

和万物，以及反向的消散过程不是整齐划一，而是

‘屈伸相感之无穷’的。 世间万物在一刻不停地生

生，同时也在一刻不停地消散反原。” ［７］若将周敦颐

的“太极”与张载的“太虚”相参照，就可以发现，“无
极而太极”之说存在“有无之分”的弊端，是从“无”
到“有”；而“太虚即气”则是“气之聚散”，就像冰与

水的关系，于是就不会出现“太虚”与万物相隔绝的

理论问题。
“太虚”与“气”的关系构成张载宇宙结构论的

起点，在实质上也就为社会秩序、伦理道德、生活方

式的形上学基础做了充分的铺垫。 立足于“太虚即

气”，“气”与“天”、“气”与“道”、“气”与“性”、“气”
与“心”等一系列关系得以逻辑地展开。 张载的哲

学逻辑中，从“太虚”出发，于是得到“天之名”；从
“气化”出发，于是得到“道之名”；从“太虚”与“气”
相结合出发，于是得到“性之名”；从“性”与“直觉”
相结合出发，于是得到“心之名”。 可以发现，张载

的“天”乃是有规律运行的“自然之天”，而“天德”
就是“天之本性”。 在张载看来，“天德” 为“神”，
“天道”为“化”；“天德”为“体”，“天道”为“用”；而
最根本的是，“天德”与“天道”均是以“气”为本，统
一于“气”，即“一于气而已”。 在这样的理论逻辑

中，张载的德性幸福论就自然而然地安顿于坚固的

形上学根基之上。 “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倘
若追问“德者”以何为基，“大虚”与“气”大约就是

张载最为标准的回答。 然而，倘若深究起来则可以

发现，张载的“德”与“气”之间又存在着内在的对立

统一。
就“德”与“气”的统一性来说，“天德” “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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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统一于“气”，“太虚即气”，阴阳也是“气”。 而在

论及“德” “气”相胜的关系时，“太虚无形，气之本

体”则似乎被搁置一边，更加突出的是“性天德”“命
天理”的意义。 “德不胜气，性命于气；德胜其气，性
命于德。 穷理尽性，则性天德，命天理，气之不可变

者，独死生修夭而已。 故论死生则曰‘有命’，以言

其气也；语富贵则曰‘在天’，以言其理也。 此大德

所以必受命，易简理得而成位乎天地之中也。” ［１］２３

这里实际上出现了三个概念———“德” “气” “性”。
倘若按照 “气本” 的逻辑，那么 “德” “性” 就均由

“气”而出，既然统一于“气”，也就没有相胜之说。
但既然“德”“气”相胜，那么便有紧张与矛盾，实际

上张载“太虚即气”本身亦有矛盾。 “太虚即气”是
张载的哲学理论创造，但“太虚”与“气”之间，“即
气”而“非气”，两者就不能有机地弥合，就显现了哲

学的冲突［８］ 。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德”与“气”之
间。 对此，王夫子的《张子正蒙注》以“偏气成形”来
解释。 所谓“德不胜气”，便是 “气即从偏发用者

也”；所谓“德胜其气”，便是“反本而化其偏”。 这是

化解张载“德”“气”内在矛盾的一种方式。 无疑，张
载在这里所强调的是“穷理尽性”，“气”的功能与意

义明显有所下降，以至于“气之不可变者，独死生修

夭而已”。 《论语·颜渊篇》论及“死生有命，富贵在

天”，张载认为“死生有命”是就“气”而言的，“富贵

在天”是就“理”而言的，自然就突出了“天德” “天
理”的意义。

还可以发现，王夫之以“偏气成形”来化解“德”
“气”矛盾的思路，实际在《正蒙》中也可以发现思想

线索。 “湛一，气之本；攻取，气之欲。 口腹于饮食，
鼻舌于臭味，皆攻取之性也。 知德者属厌而已，不以

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末丧本焉尔。” ［１］２２这就

是说，“气”有“湛一”与“攻取”之分。 前者为“气之

本”，是“太虚本性”；后者为“气之欲”，是口腹饮食、
鼻舌臭味。 “‘天地之性’根源于‘湛一’之气，也就

是‘太虚’，乃至善，这是人性之‘本’；‘气质之性’
来源于阴阳二气的交感聚合，具有了气的攻取、刚
柔、缓速、清浊等性质，有善有恶，因此便产生了人的

各种欲望，这是人性之‘末’；要想成为真正的人，不
能以欲望损害人性中的善，否则就是在舍‘本’取

‘末’，最终丧失人性。” ［９］ 因此，所谓“德胜其气”，
就是“不以小害大、末丧本”。 于是乎，“死生有命，
富贵在天”获得新的诠释，“德”“气”“性”的关联实

际就为德性幸福奠定了形上学基础。
以张载“福”的内容而言，所谓“百顺之谓福”，

“顺”构成“福”的重要内容。 张载的气论也直接地

论证了“顺”的理论基础。 “性命之理蕴于阴阳造化

之理，故而只有通过识认造化之理，方可窥得性命本

原……而张载所说的这个造化之理，也就是其以虚

气统一为基础阐释的生命之理。” ［１０］ 在张载看来，
“天地之气”虽然存在“聚散” “攻取”等形态，但是

“为理也顺而不妄”。 气聚则是 “有”，气散则是

“无”，散则归于太虚，聚而不失其常，这就是“为理

也顺而不妄”，“不妄”就是“气之清通”，就是“诚”。
气之聚，亦是吾体；气之散，亦是吾体，于是呈现出一

种“死而不亡”的状态，张载认为懂得这个道理，才
可以一起谈论“性”。 于是，当生命存在的时候，个
体就应当“顺事”；而当生命消亡之时，个体就应当

淡然处之，展现出“宁”的情形。 张载的气论为“顺”
的理念提供了相当充分的形上学铺垫，所谓“顺变

化”“生直理顺”“顺性命之理”“达顺而乐”“至顺而

简”等论述就显得更加水到渠成了。 如果说“顺”的
理念是张载德性幸福的一个重要特色，具有典范价

值，那么“气本”作为“顺”的形上学基础，同样具有

典范意义。 下文还将聚焦张载“顺”的理念，围绕

“吾顺事”“至顺而简”“百顺之谓福”等思想作进一

步的展开论述。

三、至顺而简：“至当之谓德，百顺之谓福”

张载的德性幸福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理

念———“顺”，大约是因为其中可能带有很重的消极

性（逆来顺受），所以近人的相关研究往往对此没有

给予足够的关注。 作为张载德性幸福的核心理念，
“顺”在《正蒙》中反复出现，并且《正蒙》有两处关

于“顺”的经典论述：其一就是《至当篇》所谓“百顺

之谓福”，其二就是《乾称篇》所谓“存，吾顺事；没，
吾宁也”。 上文已经论及“太虚即气”何以构成“百
顺之谓福”的形上学基础，可以清楚看出张载对于

“顺”之为“福”的基础性论证。 天地之气，“顺而不

妄”，贯彻到社会生活中，便是“顺变化” “顺性命”；
气之聚散于太虚，像冰与水之凝释，于是存在则“顺
事”，消亡则“宁也”。 从宇宙结构论与社会道德论

的关联而言，“顺”的理念也成为贯通二者的一个连

接点；从儒家德性幸福的形上学基础建构而言，“太
虚即气”与“百顺之谓福”的关联无疑也构成了张载

德性幸福的鲜明特质。 进一步而言，在儒家德性幸

福衍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至当之谓德，百顺之谓

福”既意味着一种深刻的“德福一致”，又纳“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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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从而使德性幸福中“顺” 的理念得以深化、
升华。

《尚书·洪范》的“五福”（寿、富、康宁、攸好德、
考终命）是古代幸福的经典之论，但此五种幸福中

并无“顺”字。 再看儒家德性幸福的典范———“孔颜

之乐”，“箪食”“瓢饮”“陋巷”，“发愤忘食”“乐以忘

忧”，其中亦无“顺”字。 还可以参照孟子提出的“君
子三乐”：“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

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

也。” ［４］３０９不难发现，“君子三乐”也未提及“顺”字。
及至北宋道学，周敦颐教授程颐、程颢“寻孔颜乐

处”，崇尚“伊尹之所志” “颜子之所学”，虽然《通
书》中出现《顺化篇》，但并未将“顺”作为与人生幸

福直接相关的内容。 在这样的意义上说，张载所谓

“百顺之谓福”自是在儒家德性幸福的范畴中树立

了一面醒目的标志牌———“吾顺事”。 到了现代新

儒家，牟宗三“圆善论”宣称以儒家的义理呈现“德
福一致浑圆事”，所谓“物随心转” “物边顺心” “事
事如意”等提法，不经意间跨越时空与张载的“至
当”“百顺”精神相应。 “吾人之依心意知之自律天

理而行即是德，而明觉之感应为物，物随心转，亦在

天理中呈现，故物边顺心即是福。 此亦可说是德与

福浑是一事……一切存在之状态随心转，事事如意

而无所谓不如意，这便是福。” ［１１］ 依照牟宗三先生

的说法，“依心意知之自律天理而行即是德”，如此

对于“德”的界定与张载“至当之谓德”大体可视为

语异而理同；而所谓“物随心转，亦在天理中呈现，
故物边顺心即是福”，则更是与“百顺之谓福”形似

神似、形神相通；所谓“一切存在之状态随心转，事
事如意而无所谓不如意”，实在是与张载“无入而非

百顺，故君子乐得其道”有异曲同工之妙。
倘若追溯“百顺之谓福”的思想来源，由于《论

语》并未提及“福”字，“顺”与“福”的关联自然无从

谈起，孔子、孟子对此似乎都没有给予关注。 但依然

可以在其他典籍中发现一些思想线索，《礼记·祭

统》以记“祭祀之本”为主旨，其中关于“祭” “福”
“备”“顺”的论述显得相当系统完备：“贤者之祭也，
必受其福，非世所谓福也。 福者，备也，备者，百顺之

名也，无所不顺者谓之备。 言内尽于己，而外顺于道

也。 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亲，其本一也。 上则

顺于鬼神，外则顺于君长，内则孝于亲，如此之谓备。
唯贤者能备，能备然后能祭。” ［１２］这段文字从“贤者

之祭”谈起，阐明祭祀所受之福是百顺之理。 “世所

谓福”大体是指受鬼神佑助，“贤者之所谓福”则是

指“百顺”“内外俱顺”。 虽然是在祭祀的语境中，但
《祭统》明确“贤者之所谓福”并不是“世所谓福”。
为了说明由“顺”而“福”的逻辑，《祭统》列出一个

沟通二者的中介范畴，这就是“备”。 对于“贤者”而
言，所谓“福”，就是“备”；所谓“备”，就是“百顺之

名”。 “无所不顺”就是“备”，就是“言内尽于己，而
外顺于道也”，就是“上则顺于鬼神，外则顺于君长，
内则孝于亲”。 从这些表述分析，有理由相信，张载

“百顺之谓福”的命题深受其影响。 还可以发现，
《正蒙·有德篇》论及“聚百顺以事君亲”，这与《礼
记·祭统》的阐述也是精神相通、意思一致的。

如果说《礼记·祭统》的“顺”多有具体而微的

道德实践意义，那么张载的“顺”明显更加具有形而

上之精神境界的意蕴。 “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
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 存，吾顺事；没，吾宁

也。” ［１］６３此句出自张载的纲领性著作《西铭》，亦见

于《正蒙·乾称篇》。 天地宇宙之中，对于作为个体

的“吾”所遭遇的“富贵福泽”和“贫贱忧戚”，张载

提出了一种宇宙人生的精神境界，这也是一种极高

明的生活态度。 面对人生的苦乐忧喜、幸与不幸，人
们可以或者视为“将厚吾之生也”，或者视为“庸玉

汝于成也”，所谓“顺事”“顺理”“顺变”“顺命”的理

念贯穿始终。 于是，理想的人生便是：“存，吾顺事；
没，吾宁也。”依照冯友兰先生“人生四境界”的论

述，“吾顺事”远远超越了自然境界、功利境界，甚至

也超越了道德境界，真正达到了天地境界。 再结合

张载“无入而非百顺，故君子乐得其道”的表述，可
以认为，“吾顺事”的境界同时也是极高明的人生幸

福境界，是一种“乐境”。 在这样的意义上也可以

说，就儒家德性幸福之境界而言，张载“百顺之谓

福”“无入而非百顺”已然展现出典范的价值。
也有观点认为，张载所谓的“吾顺事”是一种乐

天安命、逆来顺受的说教，就是要求人们无条件地服

从社会伦理道德，因而是消极的。 从《西铭》中“乐
且不忧，纯乎孝者”的思想来看，确实具有不讲条件

地顺从、服从父母之命的意思。 张载于《西铭》中列

举六人，分别是禹、颍考叔、舜、申生、曾参、伯奇，他
们每个人那里都有可歌可泣可叹的孝亲事迹，其共

同之处便是“顺事”以孝亲。 结合上文中《礼记·祭

统》所述来看，这些思想与“上则顺于鬼神，外则顺

于君长，内则孝于亲”无疑是一脉相承的。 以现代

社会的眼光来看，难免存在与现代理性精神相抵触

的因素。 当个体所承担的责任与义务被置于无以复

加的高度时，逆来顺受的消极性便由此产生，这是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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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的道德实践所进行的分析。 如果将“吾顺事”
作为整体思想，就可以看到更多“道尽高，言尽醇”
的思想元素。 比如，《正蒙·神化篇》讲：“神不可致

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助长，顺焉可也。 存虚明，久至

德，顺变化，达时中，仁之至，义之尽也。 知微知彰，
不舍而继其善，然后可以成人性矣。” ［１］１７

这里的“所顺之事”，显然不是具体的“事亲之

事”，而是将日常生活方式与天地人生境界融为一

体之事，是“合内外之道”而达成的“成己”与“成
物”。 由此便可以提升对于“纯乎孝者”和“顺事”的
理解。 张载所论孝亲之事并非着眼于具体的孝行，
而是一种“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思想理念，这也正是

《西铭》开篇“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

处”的真正意义。 不难理解，由“乾称父，坤称母”而
发生的“吾顺事”是怎样一种孝行。 无疑地，这样的

“顺事”显然不能被理解为一种消极的逆来顺受。
从精神内核而言，张载的“顺”可在《周易》 “合”的

意义上理解：“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

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

奉天时。”这样，张载所谓“吾顺事”，便是与天地、日
月、四时、鬼神相合，“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

时”可以说是“吾顺事”的正解。 由此可以看出，“吾
顺事” 内在地意味着一种积极有为的精神。 《正

蒙·大易篇》还有君子“顺性命、躬天德而诚行之”
的论述，又讲“至健而易，至顺而简”，亦是“顺事”之
积极有为的佐证。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可谓

脍炙人口，当“至健而易”与“至顺而简”相提并论，
“吾顺事”便很难不带有自强不息的积极精神。

冯友兰先生曾于《人生哲学》中提出所谓“合理

的幸福”：“吾人若不抱一功利主义之见解，活动而

‘不谋其利，不计其功’，则吾人将常不失败；盖吾人

将失败成功，一例视之，纵失败亦能不感失望而受失

败之苦痛也。 因此，吾人可免对于将来之忧虑，对于

过去之追悔，及现在之愤恨，而吾人因之可得一种合

理的幸福。” ［１３］抛开功利主义的理念，淡然看待成
功与失败，进而免却种种忧虑、追悔与愤恨，此种

“合理的幸福”与“吾顺事”也是精神相通的。 “合理

的幸福”并不是“消极的幸福”，而是一种很高的幸

福境界。 对于“合理的幸福”而言，张载所谓“吾顺

事”“百顺之谓福”“无入而非百顺”自是具有典范的

意义。

四、乐得其道：“乐善”“乐进”与“乐天”

张载讲“百顺之谓福”，又讲“无入而非百顺，故

君子乐得其道”，“顺”的理念不仅构成贯通宇宙结

构论与社会道德论的连接点，同时成为并联“福”与
“乐”的中介。 在这样的意义上，张载的德性幸福论

实际上已经形成一种“德” “福” “顺” “乐”的综合

体，自然也是推进了“福”与“乐”的统一。 以今天的

眼光来看“福”与“乐”的差异，有观点认为“福”侧

重表达的是物质生活条件，而“乐”则主要是精神上

的幸福感受；从“福”到“乐”的转变，是人们对于幸

福的理解从低层次上升到高层次、从俗文化上升到

雅文化的标志，因而是一种很大的进步［１４］ 。 对于

理解儒家传统幸福观来说，这种观点是值得推敲的。
《尚书·洪范》中，“五福”就已经包括所谓“康宁”
和“攸好德”的内容，显然“福”中包含着精神性的因

素，而且这些内容也并非低层次的俗文化。 张载所

谓“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与“五福”的意蕴内在

一致。 当张载将“百顺之福”与“乐得其道”相连，何
为物质幸福、何为精神幸福，何为低层次的俗文化、
何为高层次的雅文化，可能便已成为一种无意义的

判断。 完全可以说，无论是“福”还是“乐”，人们大

约都能从中感受到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的魅力。
依照儒家幸福观的发展脉络，毋庸置疑，儒家学

者对“乐”的关注程度远甚于对“福”的关注。 人们

可以毫不费力地发现一条关于“乐”的主线，这条主

线贯穿于先秦儒学、宋明理学以及现代新儒学的整

体发展演化中。 从儒家创始人孔子开始，在儒家的

“幸福之路”上仿佛形成了一个又一个“乐”的里程

碑。 如果要选取典型性的思想标志，人们很容易便

可拿出先秦儒学中的“孔颜之乐”，还有孟子所谓

“君子有三乐”。 在宋明理学中，可以举出周敦颐教

程颐、程颢“寻仲尼颜子乐处，所乐何事”。 及至现

代新儒学，可以列举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中所谓“孔子生活之乐”：“这个生活是乐的，是绝对

乐的生活”，“生趣盎然，天机活泼，无入而不自得”，
是一种“自得的乐”和“绝对的乐” ［１５］ 。 张载是北

宋道学的奠基人，是为往圣继绝学的儒家，其所谓

“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充分展现了儒家“德福

一致”的基本理念，从而形成“以德致福”的典范；而
所谓“乐善” “乐进”与“乐天”的论述，则分明是对

先秦儒家“孔颜之乐”“君子有三乐”的承接与衍化，
儒家“乐”之境界论由此进一步丰富与发展。 “仲由

乐善，故车马衣裘喜与贤者共敝；颜子乐进，故愿无

伐善施劳；圣人乐天，故合内外而成其仁。” ［１］４３不

难发现，张载所谓“乐善” “乐进” “乐天”之说是基

于《论语·公冶长》的阐释与发挥。 《论语·公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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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记录颜回、子路各言其志，子路称“愿车马衣轻

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回称“愿无伐善，无施

劳”，孔子则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论语·公冶长》原文中并无“乐善”“乐进”“乐天”
之说，这自然是张载的创作。 由此可以说，张载依据

子路、颜回、孔子的人生志向提炼出三种不同的“乐
境”，这明显与人们所熟悉的“孔颜之乐”“君子有三

乐”在具体内容上有所不同，实际上就是在德性幸

福的发展进程中增添了新的思想内涵。 后来王夫之

在《张子正蒙注》中作了进一步解释，称子路“乐善”
是“外见之仁”，称颜回“乐进”是“内修之仁”，与张

载讲孔子“乐天”———“合内外而成仁”形成圆满的

系统，“乐”的境界与“仁”的境界统一起来。
“乐天”是人生幸福的最高境界，是圣人才能达

到的境界，这与现代语境中“乐天”的含义是有差异

的。 儒家弟子勤学修德，能实现“乐善”“乐进”已然

具有很好的修为，可以说，本身就已经达到了一定程

度的“乐境”；至于“乐天”，便是最高之“乐境”。 那

么，这种“乐境”具体是怎样一种情形？ 张载所谓

“合内外而成其仁”可以理解为一个总括，如果要深

入追问“乐天”之境，就必须进一步考察张载所说的

“天”。 上文论及“太虚即气”，“太虚”与“气”是张

载哲学的出发点，《正蒙·太和篇》明确提出“由太

虚，由天之名”。 如此看来，张载首先表达了一种

“自然之天”，这一点也可以在《正蒙·大心篇》中得

到验证：“天之明莫大于日，故有目接之，不知其几

万里之高也；天之声莫大于雷霆，故有耳属之，莫知

其几万里之远也；天之不御莫大于太虚，故必知廓

之，莫究其极也。” ［１］２５

从文中“天之明”“天之声”“天之不御”的情况

来看，“天”的自然属性是清楚可见的，而很难看到

具有意志之天、主宰之天的色彩。 所谓“天”就是因

为“太虚”而形成的名称，就是指无边无垠的宇宙世

界。 深入一步看，“自然之天”并非张载“天论”的重

点所在，“天道”和“天德”才是张载“天论”的核心。
尤其是“天德”一词，在《正蒙》中反复出现，展开为

“天德良能”“天德良知”“穷神知化”“天地之性”等
一系列论述，并与“诚”的范畴内在相通，最终达到

“天人合一”“与天同德”的境界。 例如，在《正蒙·
天道篇》中，张载提出“天体物不遗，犹仁体事无不

在也”，“仁德” 由此凸显。 《天道篇》 又讲：“有天

德，然后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显然，这里要突出

表达的不是“自然之天”，而是包含“天德” “天地之

道”的“道德之天”。 再如，《正蒙·神化篇》中“天

德”范畴集中出现。 论及 “神” 与 “化”，张载讲：
“神，天德；化，天道。” 又讲 “神化” 就是 “天之良

能”，而非“人能”，所以“大而位天德”，然后才能够

“穷神知化”。 《诚明篇》讲“诚明所知”，就是“天德

良知”，以此与“闻见小知”区别开来；又讲“天所以

长久不已之道”，就是因为“诚”，“性与天道合一存

乎诚”，“君子所性”便是“与天地同流异行而已”。
“和乐，道之端乎！ 和则可大，乐则可久，天地

之性，久大而已矣。” ［１］２４ “和” 是和顺不逆之意，
“乐”是欣悦不厌之意，张载将“和”“乐”视为“道之

端”，又讲 “和则可大” “乐则可久”，就是将 “和”
“乐”推至“天德”的高度，就是“天地之性”。 在这

个意义上，所谓“自然之天”便可视为张载“天论”的
基本点，“道德之天”才是张载“天论”的重点与关

键，“圣人乐天”也正是侧重于此而言。
考察张载所谓“天德”，应将关注的重点由“自

然之天”转向“道德之天”，这是理解“乐天”之境的

必由之路。 除此之外，深入追问“乐天”之境，还应

特别注意一个核心概念———诚。 上文在考察 “天

德”范畴时已经提到“天所以长久不已之道”，就是

“诚”之所在；又及“性与天道合一存乎诚”，“诚明所

知乃天德良知”等。 “诚”既是“天道”与“天德”，同
时又是个体道德修养的极高境界，也就是“乐天”之
境的体现。 《诚明篇》还讲：“天人异用，不足以言

诚；天人异知，不足以尽明。”这就是说，“诚”是关联

天道与人事的枢纽，是真正实现“天人合一”的关

键。 《正蒙·乾称篇》进一步发挥《中庸》 “至诚无

息”的思想，提出“至诚”即是“天性”，“不息”即是

“天命”，所以“人能至诚则性尽而神可穷矣，不息则

命行而化可知矣”。 《乾称篇》 讲 “大学当先知天

德”，明确将“天德”与“诚明”相连，赫然提出四个大

字———“天人合一”：“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
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
因此，张载所谓“圣人乐天”就是“天人合一”之境。

宋代学者常常称程颢、程颐与颜子相近，大抵是

因为“寻孔颜乐处”；又将张载与孟子相比照，谓张

载是真正继承孔孟之学的儒家。 可以看到，张载所

谓“乐善” “乐进” “乐天”的论述，确与孟子所述极

为神似。 孟子讲的“君子有三乐”中，“仰不愧于天，
俯不怍于人”是为“一乐”，张载的“圣人乐天”也包

含此种意蕴。 《孟子·尽心上》又讲“广土众民”是
“君子所欲”，“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是“君子所

乐”，而最高级的是“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
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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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喻。”于是可以看到清晰的思想轨迹：“所欲”—
“所乐”—“所性”。 不难发现，张载所谓“乐善”—
“乐进”—“乐天”的思路也有同工之妙。 孟子有著

名的“尽心”“知性” “知天”之论，提出经由“存心”
“养性”以“事天”，“修身以立命”，实际上讲的就是

人性与天道的合一。 张载所谓“圣人乐天”，得其真

意。 实际上，《正蒙》多次直接引用孟子“尽心知性”
之论。 比如，《大心篇》直接就讲“圣人尽性”，“孟子

谓尽心则知性知天”；《诚明篇》也讲“思知人不可不

知天”，“尽其性然后能至于命”；以及《至当篇》所谓

“反身而诚”；等等。 很明显，这些表述均是直接继

承发挥孟子的思想而来的。 冯友兰先生的《新原

道》一书曾提出，孟子所说的“与天地同流”其实比

孔子所说的境界高，因为孔子所说的最高境界还只

是“有似于” “事天乐天”的境界，而孟子的境界则

“可以说是”“同天”的境界［１６］ 。 结合《正蒙·乾称

篇》所谓“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来
看，张载所谓“乐善”“乐进”“乐天”之说，深得孔孟

不传之学，堪称儒家“乐境”的典范。

结　 语

“福”与“乐”被视为中国古典幸福观的两个核

心概念。 先秦儒家以“孔颜之乐”构成德性幸福的

经典形态，宋明儒学以 “寻孔颜乐处” 承接发展，
“乐”的意义与地位几乎抬升到无以复加的境地。
而张载则以“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构成儒家

“德福一致”的理论典范，“福”成为人生幸福的核心

范畴。 “至当之谓德，百顺之谓福”，儒家德性幸福

中“顺事”的意蕴得以凸显。 “乐”也是张载人生幸

福论的核心范畴，“乐善” “乐进” “乐天”展现出德

性幸福的层层递进，以至于“与天同德”的境界。 与

“孔颜之乐” “君子之乐”以及“寻孔颜乐处”相参

照，张载的德性幸福论在儒家幸福观的衍化中同样

具有深刻的典范意义：“德”“福”相连，“福”“乐”并
论，一种颇具特色的德性幸福论由此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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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与“乐”：张载德性幸福论的典范意义


